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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中國生命倫理學—— 

在西方發生文化危機之際 
 

范瑞平 * 
 

一、恩格爾哈特論現代西方文化危機 
 

本期主題之所以定為“生命倫理學──重新探索”，乃是因為我

們認識到，我們不僅需要繼續學習和借鑒西方生命倫理學已經取得

的研究成果，而且還要看清和反思現代西方社會正在經歷的文化危

機。為了開創和發展適當的中國生命倫理學，我們不能心安理得地

繼續照抄照搬西方的東西，而是要在借鑒西方經驗的基礎上，重新

探索一條連接中國文化的生命倫理學之路。 

當然，有些人可能只承認現代西方社會存在經濟危機，不承認

出現了文化危機。在他們看來，西方文化是先進文化、“普世價值”；

西方社會的金融困境不過是暫時的問題，西方文明依然代表全人類

的進步方向，直至“歷史的終結”。然而，恩格爾哈特不同意這種看

法。在西方生命倫理學大家中，他是少數幾位能夠對現代西方文明

進行清醒而深入的批判性反思的人。我認為，在寫給本刊本期的文

章中，恩格爾哈特從實踐和理論兩個方面精闢地論證了為什麼當代

西方社會出現嚴重的文化危機。從實踐方面看，恩格爾哈特指出，

現代西方文化的一大特徵乃是其佔主導地位的以個人權利為基礎的

社會-民主道德理念及其政治主張的實施。他以社會-民主制福利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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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資源的配置方式所引發的財政上的不可持續性為例來說明這一

文化所面臨的愈來愈嚴重的問題。具體說來，恩格爾哈特認為，這

種文化實踐正在經歷其文化本身無法應付的三種風險：(1) 過分確立

福利權利所引發的道德風險；(2) 依靠後人來為今人交付福利費用所

帶來的人口風險；(3) 社會保險計劃誘發政治家玩弄空頭支票所產生

的政治風險。 

福利權利一經確立，人們勢必盡情享用，絕無吝嗇。“公家的東

西，不用白不用”，國人對此毫不陌生。令我們感到驚奇的是，當一

些歐洲國家財政行將崩潰（甚至已經崩潰）之時，國民依然高喊權

利，不肯稍減福利、延緩退休。表面上是在捍衛不知從何而來的“平

等”權利，實際上是在放縱極端的個人主義和自私自利，把國民經濟

引向萬劫不復的境地。現代西方的權利意識形態不但使這種權利觀

念合法化，而且助長了一種只要權利、不負責任的社會亂象，造成

了無可救藥的道德風險。加之，現代西方文化中的個人主義日益擴

展，不分青紅皂白地推崇個人自由和獨立，使得越來越多的人晚婚

晚育，甚至不婚不育；合法家庭破碎，異常家庭湧現，單親母親倍

增。恩格爾哈特提到美國的情況：1970 年美國只有 6%的兒童生於婚

外關係，到 2009 年，這個數字已上升為 41%。單親母親常常意味著

更少的經濟來源，同時意味著給社會福利體系增加更多的負擔。同

時，社會人口日益老化，工作幹勁每況愈下。喪失家庭價值，使得

西方人不會像中國人那樣努力儲蓄，為子孫後代的前途而節衣縮

食；而是窮奢極欲，借債度日，先花未來錢，讓越來越少的年輕人

承擔起越來越多的年老人的福利和醫療，實踐著一種“我死後，管他

世界如何”的哲學。最後，社會-民主權利意識形態及其社會保險制

度誘發政客們為了得到選票、獲得政權而不顧國民的長遠利益，亂

開福利支票。不少國家已經欠下巨額國債，還在變本加厲地推行赤

字行政。心平氣和地想一想，儘管當今西方社會不乏先進、優異的

東西，但遭受這三種日趨嚴重的道德風險、人口風險和政治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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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它所存在的問題還僅僅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危機，而不是一種全

方位的“現代西方文化危機”嗎？ 

秉承其一貫的理論思考，恩格爾哈特認為現代西方文化危機本

身也是現代西方理論危機。在他看來，西方世俗文化的普世主義道

德和生命倫理學工程在目前所佔的主導思想地位，已被一系列重要

思考所消解。首先是理性基礎主義工程的全盤失敗。這一工程認為

道德基礎可以從道德哲學系統中的有效論證來獲得，它源於西元前 5

世紀希臘的世俗化，並在 13 世紀的西方獲得新生。其後的西方體系

基於對理性的信仰，喪失了維繫西方基督教信仰的承諾，導致康得

的理性主義道德工程。的確，1970 和 80 年代出現的強調個體自主性

的西方生命倫理學試圖得到這一道德工程的印證，但這種努力已經

擱淺：期望依賴普世主義的術語，通過有效理性論證來確保具體內

容的所有嘗試，到頭來都不過是乞題論證、循壞論證、或無窮後退，

因為人們沒有可能通過對基本前提和證據規則的理性反思來必然地

達成共識。人們總是需要進一步的背景前提和規則。從歷史上看，

一旦西方世俗道德反思拋棄其神目觀的視角，其實質道德內容就會

陷入麻煩。一切強調脫離人際關係的個人主義的道德視角，無論是

以沒有境遇的道德主體身份出現，還是以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原則

出現，都無法提出標準化的規範內容。因為正如黑格爾所認識到的，

含有內容的道德永遠是具體的、有條件的、植根於社會-生物境遇中

的，其結果是這樣的道德內容必然首先來源於家庭。 

恩格爾哈特的論證包含豐富的理論思考，這裡無法一一展開說

明。但他的思想重點是清晰的。任何具有應用價值的倫理學或生命

倫理學都是具有具體內容的，也就是特殊的、有來源的、有其自身

的（超越理性的──即使不是反理性的）基礎。說某種倫理學或生

命倫理學得到完全的理性證明，終究逃不掉乞題論證、循壞論證、

或無窮後退。因此，把現代西方倫理或生命倫理說成是得到理性證

明的“普世價值”或“全球倫理”，不過是一種自我標榜或時髦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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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就中國人而言，恩格爾哈特認為，在看到現代西方文化危機

之後，他們可以順理成章地提出一個直截了當的問題：為什麼中國

的道德哲學家和生命倫理學家要擁抱上述西方的道德體系呢？為什

麼他們不去挖掘自己的道德傳統資源，發展自己的文化體系，以免

落入西方文化所陷入的困境呢？ 
 

二、儒家的德性基礎 
 

儒家道德是中國傳統道德的主流。這一道德不以權利為基礎，

而是以德性為基礎。它可以發展出一套合理的權利觀念，但這套觀

念不能是個人主義的絕對要求，而是根源於德性的中心關照、顧及

人倫秩序、追求人際和諧的一種後備機制 (fallback apparatus)。在這

一機制之下，道德中最重要的東西仍然是人的德性以及德性的培

養，而不是不勞而獲的享受要求；人需要權利的保護乃是為了防止

在沒有德性、或德性失敗、或德性腐敗的情況下自身的最起碼的利

益受到摧毀，而不是期望主要依靠個人權利就可以一蹴而就地建成

一個美好社會。因此，充分研究和發揮儒家的德性觀念至少可以部

分地抵制現代西方個人主義人權觀念所引發的道德風險。 

本期中幾篇論文都涉及探討儒家德性及其在當代生命倫理學中

的應用問題。儘管有的論文出自年青研究生之手，可能論述不夠深

入，考慮不夠周到，思想還嫌稚嫩，但他們的努力方向是正確的、

有益的，值得讀者認真參考。例如，徐漢輝在“從儒家倫理學看‘代

孕’的道德性”一文中，研究儒家的“生生之德”、“得之以道”及

“以德行事”的德性觀念。他指出，儒家認為，創造生命、尊重生命、

愛護生命是“天之道”，是宇宙的規律。人是天地所生之物的最傑出

代表，男女性別的分殊可謂是天地最好的象徵，“乾道成男，坤道成

女”，男女生物的過程也被看作天地生物的象徵。而“人之道”就是

將上天賦予人的本能和特性充分發揮出來。因此，天生萬物的生命

力在人身上體現為孕育生命的能力。在儒家看來，天道即為規律，

是人力無法改變的東西，人們只能順應天道行事，所謂“順天者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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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天者亡”。《周易》不僅將生生看作是天道，而且賦予其道德屬性，

即所謂“天地之大德曰生”。這樣一來，男女之間的生育由於是順天

道、行人道，也就有了道德性。因此，儒家強調，孕育生命、創造

生命是有道德價值的，男女結婚生育既是自然本能，又是順應天道。

儒家強調傳宗接代，並不應該被簡單地看作是本能式地延續香火；

而更應該被理解為家庭文化、家族責任的傳承。儒家將生育子女，

教化後代上升為一種個人使命和道德義務。因此，生兒育女所體現

出的“生生之德”不僅是順應天道，而且是傳承文明的道德責任。而

且，儒家認為，即使是好的事情，如果不以一種恰當的方式去做，

也很容易產生不好的結果。在實現目標、達到目的的過程中，正確

的方法、原則是非常必要的，就是要“得之以道”，“以德行事”。 

李陽、楊威在“傳統中醫倫理及其對當代醫師職業制度的啟示”

一文中，探討儒家德性對於當代醫生的意義。他們認為，中醫是植

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實用理性的體現，在追求健康的道路上，它始

終秉承傳統文化的精髓，用聖人之善德療治普天之痛疾。這樣的醫

學是躬行義理的醫學，是與天地自然求和諧的醫學，其中所蘊含的

豐富倫理內容更是人類醫療事業永恆的精神財富。具體說來，他們

論述當代中國醫學應當學習和繼承如下傳統中醫的倫理德性觀念：

醫者仁心、精勤不倦的處世道德規範；公平待人、博施濟眾的普世

價值學說；敬畏生命、人命至重的人道主義精神；智圓行方、求平

執中的整體和諧理論；道生德養、志存救濟的大義博愛觀。在他們

看來，這些德性觀念的內容對於當代中國醫療保障的建設、尤其是

當代醫師職業制度的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三、儒家倫理家庭主義 
 

筆者在以前的論文中，曾經多次論述過儒家倫理家庭主義的性

質及其對當代中國的意義。在本期中，很高興看到對於這一重要課

題的進一步的、聯繫具體問題的探討。首先，卜麗娟、陳曉陽的論

文指出，建立家庭醫療儲蓄帳戶的提議對於當代中國醫療制度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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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遠意義，但確立家庭醫療儲蓄帳戶需要界定“家庭”的範圍，界定

“家庭”的範圍則需要理解家庭的性質及其重要性，這一工作勢必要

在儒家倫理視閾下進行。他們論證，“家”本位觀念一直滲透在中華

民族幾千年歷程中。而所謂本位就是事物的根本或者源頭，然後延

伸為參照點的意思。在他們看來，中國人的“家本位”，就是把家

看作一切事物和活動的根本和參照點，把一切事都同家聯繫起來，

“家”成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碼。回顧中華歷史，沒有一項活動不

是圍繞著家展開，從而以家庭為圓心，不斷向外延展的。所以孟

子有言：“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孟子．離婁上》) ，也就

是說天下的根源在於國家，而國家的根源在於家庭。他們還引用身

為華人的新加坡總理吳作棟的話說：“我們始終強調社會的基石是家

庭，而非個人。在西方，他們認為個人是最重要的；個人權利比家

庭和社會權利來得重要。不過，我們認為沒有家庭，就沒有個人。

家庭是基本單位。社會是由家庭組成的。這種價值觀對我們至為重

要。”正如《禮記．大學》有云：齊家，治國，平天下。家齊而後

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因而，卜麗娟、陳曉陽認為，為家庭醫療儲蓄帳戶界定“家庭”

的範圍要以儒家家庭倫理為依據，特別是以儒家所理解的家庭的血

緣關係和婚姻關係為主線，將家庭醫療儲蓄帳戶中家庭的範圍界定

從儒家倫理的角度來進行操作。在他們看來，這將有利於發揮儒家

生命倫理的價值，使傳統的主流倫理融入現代中國人的生活中，力

求解決現實中存在的醫療保健問題。 

另一方面，郭崢嶸的論文從一位美國生命倫理學家對於一則精

神病患者的醫療倫理決策的法律案例評論出發，探討中國的儒家家

庭主義倫理同美國的現代個人主義倫理之間所存在的重大差別。在

郭崢嶸看來，以他所探討的這一典型案例為例，可以看出美國生命

倫理學家關於精神病決策的倫理分析包含著十分偏頗的個人主義成

分。首先是一種近乎絕對的個人主義自主原則。這條原則所隱含的

意思是，如果一位精神病人具有理性決策能力，那麼她的決策就是

http://wenwen.soso.com/z/Search.e?sp=S%E6%B2%BB%E5%9B%BD&ch=w.search.yjjlink&cid=w.search.yjjlink
http://wenwen.soso.com/z/Search.e?sp=S%E5%B9%B3%E5%A4%A9%E4%B8%8B&ch=w.search.yjjlink&cid=w.search.yjjlink
http://wenwen.soso.com/z/Search.e?sp=S%E5%9B%BD%E6%B2%BB&ch=w.search.yjjlink&cid=w.search.yjj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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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的、必須執行的，醫生或其家屬對於其最佳利益的考慮就不是

特別重要的事，應該讓位於其自主決定。這是因為，在這種個人主

義自主原則之下，對於一位有行為能力的人的自主決定，別人無權

干涉，哪怕其決定根本不符合其本人的最佳利益也是如此。儒家倫

理無法接受這種“絕對的”個人自主觀念。 

第二，郭崢嶸認為，個人主義倫理容易做出不適當的最佳利益

平衡。例如，在涉及孕婦與胎兒兩者之間的利益平衡問題上，個人

主義倫理容易看到胎兒的最佳利益在於存活、健康，但不容易看到

孕婦應當接受適當治療、抗拒精神病的重大利益所在，從而往往做

出有利於胎兒、但不利於孕婦的利益平衡。郭崢嶸利用自己在精神

病治療方面的豐富經驗，指出在許多具體情況下這種個人主義倫理

所進行的利益平衡具有偏頗不適之處，因為精神病孕婦一旦減藥、

甚至停藥，往往造成嚴重“發瘋”，導致可怕的精神心理後果，根本

無法符合其最佳利益。 

最後一個問題是，現代西方個人主義生命倫理觀點往往涉及誤

置的病人與家屬關係，因為它很容易站在一個表面上“客觀”的立場

上來評判病人與家屬之間的關係，往往認為病人與家屬之間存在利

益衝突，從而將家屬排除在醫療決策之外，從而造成對於家屬的很

不公平的看法和待遇。事實上，至少在中國語境下，家屬常常不是

為自己考慮，而是完全在為病人的健康、治療及生活考慮。特別是，

這種個人主義理解根本不符合儒家所看待的親子之間的倫理本質，

那就是，一家人之間有義務，也有權利共同為病人做出決策，只要

這種決策不違背醫學治療的專業好處即可。郭崢嶸強調，在儒家文

化中，家庭是一個生命共同體。用梁漱溟先生的話說，中國文化是

一個以家庭為本位的倫理文化。我們思考中國精神病患者的醫療倫

理決策，無法像現代西方個人主義生命倫理觀點那樣進行脫離家庭

的個人主義倫理考慮，而是一定要把病人和家屬放在緊密聯繫的關

係之中來進行。事實上，在實踐中，儒家家庭主義往往是最有利於

病人的，我們需要以案例為基礎，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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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儒家形上學的地位 
 

道德文化勢必同宗教形上學相連，因為後者是人們的具體生活

方式的天然組成部分。近代以降，對於儒家形上學有過大量浮躁、

膚淺的評判。一方認為其不夠“超越”，不夠宗教；另一方則認為其

包含迷信，不夠科學。兩方都棄之如敝屣，儘管是出自幾近相反的

理由。無奈世事巨變，幾經滄桑，當今中國知識分子終於開始有了

不同的認知，實施切實的探索。 

在本期中，郭衛華以“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為例來考察基於儒家

形上學的生命倫理學如何為生命的道德辯護。在她看來，儒家形上

學的生命倫理學為輔助生殖技術展現的世俗化的生命倫理學提供形

而上學的根基。輔助生殖技術的產生和臨床應用對人的生命的深度

干預使人類跌落於“善惡”逆轉的悲劇命運中：從“善”的角度說，輔

助生殖技術為人類克服遺傳疾病、實現優生優育等諸多方面提供了

強有力的技術支撐，對於注重傳宗接代、血緣關係的儒家倫理來說，

夫精人工授精技術從技術層面解決了“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道德

難題，強化了血緣關係在構建家庭中的重要意義；從“惡”的角度說，

輔助生殖技術的臨床應用則直接挑戰和顛覆了現有的倫理體系和道

德模式，特別是輔助生殖技術中供體人工授精和生殖性克隆，無論

是對人之自然生命本身，還是對於人之社會生命和精神生命，都有

可能造成毀滅性打擊。在這種情況下，郭衛華詢問，產生於輔助生

殖技術之前的儒家倫理能夠擔當起“引領人”的角色嗎？在她看

來，要回答這一問題，就必須以一種辯證、開放的思維把儒家形上

學的生命倫理學和輔助生殖技術所展現的世俗的生命倫理境遇會通

起來。 

郭衛華認為，儒家形上學的生命倫理學具有兩個顯著特點。其

一，儒學語境中的生命概念與現代生命倫理學特別是生命科學技術

中的“生命”概念是不同的。在儒家的理解中，生命並非一個單純的

概念，而是表現為一個哲學倫理學的形而上概念系統；從“天道”即

為“生道”出發，勾畫出一個以“生”為綱而言“命”、 “性”、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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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宇宙生成圖示。儒家對生命的此般界定，使儒家生命倫理具

有了獨特的意蘊：從宇宙生成、世界本體以及人之生命在宇宙中的

地位來言說個體生命的意向性和規定性，展現出重視生命、以道德

生命引領生物性生命的價值取向。但另一方面，儒家形上學的生命

倫理還有另外的本性，即開放精神和入世精神。儒家倫理的這兩大

精神為其應對輔助生殖技術引發的道德難題提供了內在的精神基

礎。從此種角度上，郭衛華總結說，輔助生殖技術雖然對重視自然

血緣關係的儒家倫理造成了“致命性”打擊，但又為具有開放精神和

入世精神的儒家倫理走向現實生活、從形而上的生命本體問題走向

具有現實性的生命倫理問題提供了契機。 

劉曉楓的論文則以人工合成生命“辛西婭”為例來討論儒家的

生命本質觀。在他看來，儒家形上學的最重要理念之一是“天命

觀”，天命觀既是中國傳統哲學的一種特殊理論，也是構成儒家思想

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儒學聖人孔子之前就有關於“天命”的傳統觀

念。從孔子開始，歷代儒者繼續闡發這一觀念，不斷豐富和發展了

天命觀的內容，使之成為富有深刻的社會、人生意義的哲理。劉曉

楓論證，儒家的天命觀所表現出來的是進入了人的生命活動與意識

活動之中的自覺性，它關乎個體的生存境界與修養境界，表達人追

求和諧、高尚的理想。人需要超越現實中的自我，克除俗世之心，

從生存意義的向度完善主體品格，提高主體意識，豁達人與性命、

天道的視域。不論從現實中還是在理想上，人都需要把握和理解自

我，理解 “天命”，以渾然正氣立於天地之間。所以，儒家在天面前

不是 “畏”，而是“敬”，以積極的態度去面對天，並與之和諧相通。

在劉曉楓看來，人為地去創造一個生命是有悖於儒家的天命觀的。

因為儒家的天命觀，無論是在先秦、孟荀、還是宋明，其核心都是

指順應天道及客觀事物的發展，而不是違背之。所以，劉曉楓的結

論是，儒家不會支援“辛西婭”為生命，也不會支援這種技術，就像

儒家不會支援克隆人一樣，因為它們違背自然規律，甚至打破了天

道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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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正如恩格爾哈特指出，誕生於上世紀 70 年代的西方生命倫理學

是為回應美國文化中特定的道德真空問題而產生的。這一道德真空

來自西方主導文化的世俗化以及日益強大的個人主義思潮及對傳統

社會權威之信任感的喪失。鑒於歷史不同，傳統迥異，我們不能幼

稚地將西方生命倫理學原則實施於我們的社群。現在，面對西方社

會呈現的嚴重文化危機，我們確實到了建構中國文化生命倫理學的

時候了。一方面，需要批判性地評價西方主流道德和生命倫理學的

不足，包括其對德性及家庭核心價值的忽略，並因強調無名孤獨的

個體所導致的空洞的普世價值觀，以及其財政難以持續的醫療資源

分配體制。另一方面，需要重新審視植根於本土文化的中國生命倫

理學資源，凸顯那些富於內容的道德和生命倫理學特質及其獨有的

豐富歷史和傳統，以應付當今的挑戰。雖然這一嘗試目前尚處萌芽

階段，但將是一種另起爐灶的重新探索，必定會加深我們對生命倫

理學的理解，同時為中國的未來作出貢獻。 

 




